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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理解这四十年来当代文学的当代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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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。城市化过程在国家内部形成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递差，而且是用先进/落
后、发达/欠发达这样的对立来表述的。在国家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积累之后，部分沿海城市作为经

济特区和经济转型的阵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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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体化目标，城市的工业化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同一种线性发展的观念上，很少出现分裂。在

《创业史》里还有这样一幕，梁生宝的恋爱对象改霞想去城里招工，代表主任郭振山和梁生宝对此有不

同的意见，这一幕透露出“城-乡”关系中隐含的差异。而在另一位小说家赵树理笔下，对农村的种种

描写基本采用“移步换景”的方法，既接续传统戏曲艺文形式对于故事线索的表现，也不违背共和国时

代整体的感觉结构。空间感的获得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戏曲艺文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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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实际感受与这种判断未必一致，这种判断依然有它的绝对性。“人”从来没有如此依赖过镜中之像

来产生自我认同，城市空间不可避免地要生产出更加个体化的书写。

二

几乎所有的西方城市文化理论家都曾指出，大城市最突出的因素有二，一是人群，而是个体。“人

群中的人”因此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关联：一方面，巨大的陌生化的人群对个体造成了压抑；另一方面，

个人又借人群的保护而得以成就自身。1990年代兴起的个体化写作，并不是一种单纯的“个人主义”

思潮的展现，与“五四”前后在中国兴起的个人主义思潮相比，有着更加混杂的内涵。这种新的个体化

写作是在更充分的城市经验的支撑下展开的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私域的保护更加完整，也使得

个体内省更加便利地“向内转”，转向“私人生活”。曾经出现在“新写实”作家笔下的无尽的生存之烦

恼，来源于人与外部世界发生不断的重复摩擦，被不断地损耗，人已经不再具备创造外部世界的想象

和冲动，仅剩下被各种生活规训所细碎折磨的无可奈何之感。应该说，重新审视自我，用精神和肉体

的自省来冲破外部世界的藩篱，重新获得自我的自由感，这是城市中个体化写作的发生动机之一，而

城市空间被最大程度地利用来实现这一动机。不过，这份自由最终无法在更多元的空间中开展，而最

终仅仅被减缩为“房间”。“房间”是大城市的最基本的空间，展现了所有看和被看的过程与可能性。在

美国导演希区柯克的经典电影《后窗》中，无数个房间并置着，在里面同时发生着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

故事，如果不通过照相机长镜头的窥视，就无从发现其中的罪恶，当然也找不到任何崇高的东西。一

个个单独的公寓房间构成了城市的“飞地”，也成为了个体化写作的重要意象。在陈染、林白等人的小

说中，待在房间里的女人得以充分地观察自己的身体，展开“一个人的战争”。伊蕾的诗歌《独身女人

的卧室》反复吟唱，“我一人占有这四面墙壁/我变成了枯燥的长方形”，房间象征了人退守至纯粹的个

体状态，房间中诞生了完全拒绝了外部世界的琐碎与宰制的“个人”。这个抽象的“个人”甚至没有过

去和未来，只有房间中的此时此刻。个体化写作在仅此一种时态中表现出某种精英主义的姿态。虽

然这些作者大量引入了欲望书写，但仍把肉体看成一种探究自身存在的可思辨之物，极力表现肉身与

智性的关联，在其中那些比较好的作品中，自我封闭的时刻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能量爆发的前奏，也

表现出自我反思的可能性：“每一步有如万丈深渊/自由的灵魂不知去向/也许她在某一天夭折……”

问题在于，这个抽象的“个人”发生的时刻，也正是城市空间中的表象大量增殖的时刻，欲望化的

书写很快就被编入了商品社会的天罗地网之中，那个精神上的反转和振拔的时刻虽然无限延宕，却再

也难以到来。相反，当身体被极度地对象化、景观化，欲望就失去了对于人性之结构的发问能力，而被

抽象成为一个自足的领域，这正是属于“欲望都市”的一个分离的领域。个人主义最初的诚恳在城市

中很难保留，不是沦为无效的自恋伤感，就是开门迎接滚滚的商品洪流。城市的景观化书写的高潮来

临了，丰盛到极致的“物”所制造的表象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书写的背景，而成为了几乎唯一的特征，人

们在拜物的潮流中理解自身的存在价值。另一方面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介制造的信息浪潮也开

始冲刷社会，后现代社会的一切转向似乎都开始发生了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“国际大都市”的形

象逐渐被树立起来，关于城市的文化想象以大都市的多重景观为中心，逐渐扩散至其它中、小城市及

更加远离中心的地区，伴随着整个城市化过程而拓展，麦当劳、星巴克等连锁商业机构，在各地成为了

城市化程度的符号，它们本身也成为城市表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代的城市书写在某些时刻开始 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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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是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，一种有关“民国想象”的非虚构文学恰逢其时地填补了“夸示性写

作”逐渐空虚的描述力，它比先前的城市怀旧话语更有针对性，瞄准了能够生产出所谓精英文化、上流

社会、名媛淑女、大师贵胄的“历史记忆”。一些大城市中的地标建筑，如上海的和平饭店，北京的某些

老字号商铺，重新得到刻画。“夸示性写作”和“夸示性消费”同样致力于生产城市景观，而这也可能意

味着城市书写的某种自我取消[1]。或许可以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。叙事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

间的耦合创造出想象力的空间，容纳各种各样的思维，进行各种各样的意义实验，叙事语言的魅力由

此产生。但在“夸示性写作”中，这种叙事语言遭到破坏，比如作家使用“爱马仕”这个词，取代原本用

来产生一系列相关所指意义的叙事，所指意义不来自叙事语言，而来自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与叙事本

身完全分离，这就是德波所说的景观效应之一种[2]。而实际上，更多资本很快就流入了电影、电视剧、

广告和视频网站等领域，相比之下文字大有衰颓之势，人们习惯于将之称为读图时代的来临，而城市

文学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输掉了重要一局。

在这种状态下得以恢复文学叙事之元气的，是底层书写。城市的辩证之处在于，表象之下还有原

图，天堂之下还有底层，这是中外一切现代城市书写最容易生发问题意识之处，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

也不例外。对于四十年来中国的城市经验来说，底层书写的发生仍有几个特殊原因：一是上述“夸示

性写作”的困境；二是现实层面的作用，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贫富差距、外来人口、犯罪失业等问题，

摆在所有人面前；三是历史主体话语的回归，尤其是在工人大规模下岗之后，原来以工业为基础的城

市面临产业转型，一大批人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搅动。1995年蔡翔的著名散文《底层》，就是描写从

苏州河边到工人新村的记忆，但作者的立足点是在1990年代，正是在1990年代的上海，“底层”才成其

为底层。虽然四十年来农村社会也经历了种种变化，但“底层”特指的是城市中那些不但失去了经济

地位，而且失去了话语权以及一切有形和无形资本的人群。蔡翔在散文中描述的，最值得追忆的是原

本属于这一空间的“生人的气息”。“生人的气息”是文学表现的最基本对象，“底层”相对敞开的生活更

使得相关的叙述和想象有了可能。这一时期苏童的《蛇为什么会飞》、贾平凹的《高兴》、王安忆的《富

萍》等小说，从不同的角度成为了描写底层的佳作，当然也是城市文学的代表作品。随着流动劳工的

群体越来越壮大，他们在城市的生计越来越杂多，也越来越集中。“城中村”“城边村”的出现，使底层书

写逐渐扩展为城市书写的一种常态。不过，如果将之与1930年代的左翼写作相对照，虽然今天没有

那么明确的政治指向，但在写作上的困难却有颇多相似之处。简单说来就是“速写”很容易，而深入很

难，越来越多的“速写”的堆积，没有留下更多有分量的成果，而且一样容易沦为表象。何况，今天城市

空间的复杂性在于，既有截然分层的场域和“阶层固化”，又有全然流动和共享的文化和技术。正如齐

格蒙·鲍曼所说，现代性是流动的，而“新穷人”的出现[3]，使得贫穷和富有这对亘古不变的对立范畴，其

含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。新的形势正在制造更为复杂的人群的结构和特性，大城市的多元化生产更

多的经验，又在以同质化的表象世界遮蔽他们，城市书写正应该针对这种遮蔽而产生。

三

如果我们要寻找一种今日中国城市文化的新主流，那无疑是中产阶级文化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等

问题都主要围绕他们的生活观而展开。无论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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畴中成立，毋庸置疑的是，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，中产阶层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。为城市创造着高

速增加的生产值的中产阶级，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，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不同。一方面，他们似乎

没有多少他们父辈的历史包袱，而另一方面，他们的生存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。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了

固定的生活模式以及价值观念，这些模式和观念固然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的普遍基础上，但也有着更

加独特的当代中国的属性。关于中产阶级的写作刚刚开始，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。首先这并

不意味着要从他们身上去寻找新的故事，实际上中产阶级的故事是非常趋同的，即使是他们的麻烦和

危机都非常趋同。仅仅以故事为目的，就会出现一大堆十分雷同的，跟热播电视剧或情感类纪实节目

没有太大分别的故事会。而在这方面，语言叙事同样无法显示出任何优势。回顾欧洲的中产阶级社

会的形成期，心理主义正是在那一段时间兴盛起来，而对于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，其中间阶

层常常是十分脆弱的。在当代中国，历史与文化潮流几度转折形成的强烈冲突，造成中产阶级的先天

不足，在很多方面极不稳定。这与他们对生活稳定性的孜孜追求形成了强烈对比，处处流露出幻灭和

捉襟见肘之感，这在每一次“社会不安定”事件后网络上的激烈反应中都能看出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

问题，而是折射了社会历史的深层矛盾。以王咸的短篇小说《回响》为例。夫妻之间各自虚无缥缈的

情感世界，伴随着城市边缘新建住宅区的景观变迁而展开。他们面临着瞬息万变的市政规划，白领自

个儿种菜的小确幸很快被野蛮的挖土机破碎了，他们心中的“湖心岛因尼斯弗里”之梦或许是唯一持

久的幻想。人被权力意志和生活潮流分割成块和面，这些块和面构成的不是宏大的交响乐，而只是一

块部件与另一块部件之间短暂摩擦出的“回响”[1]。

若能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城市，它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现实，今天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强调书写

现实的重要意义，但如何表现这堆庞大的现实仍然是个问题。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，曾有力

地挑战了种种现代权力规训的是形式想象力——卡夫卡用“变形”撕破了公务员的日常生活规训，施

尼兹勒用“轮舞”和“梦幻故事”撕破了情欲和婚姻的规训。后现代社会的悖论是，一方面社会生活花

样百出，另一方面，各地的生活、价值观、娱乐方式等都在不断趋同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异化，表

现这异化需要对后现代的城市生活有新的想象力，不但应该是形式化的，甚至应该是哲学化的。在这

个意义上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《匿名》描写一个人从市民生活里失踪，在山林里求生，在小镇里藏匿，最

后在即将回归城市之际沉入水底，就带有某种哲学化的迷思。在更年轻的作家王威廉、苗炜等人的写

作中，也能看出超现实主义的再出发。

因此，可以重新来对先锋的意义梳理一番。今天我们已经知道，先锋不是一种抽象物，而是有其

现实针对性。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面对的是“一体化”写作的历史[2]，他们为了重新思考人的存在感，

付出了巨大的激情，城市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标志着这种激情的退散。以孙甘露为例，早年的先锋

小说如《访问梦境》《信使之函》《请女人猜谜》等，其先锋性建立在精神的深造与开放之上。《访问梦境》

的开头是这样的：“如果，谁在此刻推开我的门，就能看到我的窗户打开着。我趴在窗前。”这扇窗户无

疑是城市中的一扇窗户，但却并非开向城市空间，而是开向作家的精神空间，存在论意义上的形式创

造正是这一时期先锋的标志。孙甘露在2007前后写了日记体的《上海流水》。当此之时，城市空间的

物质性和具体性已经达到了高峰，“流水”可以看作一种与之同步的新的形式创造，而它也标志着日常

絮语与城市生活的高度合一与拉平。在我看来，《上海流水》有种终结的味道，自它以后的城市叙事就

难了，除非我们能将城市的生活现实再度视为一种笼罩性的力量，一个新的铁笼，重新思考诞生新的

[1]王咸：《回响》，初刊于〔绍兴〕《野草》2018年第1期，原题《恍惚》，后收入《思南文学选刊》2018年第1期，改名《回

响》。

[2]关于当代文学“一体化”的概念，参见洪子诚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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